
现今， 谈学术创新的很多， 许多论点颇有见地， 而调查研究并非新的研究方法， 在学术领域中社会

学研究运用较为广泛。 作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学， 一般认为其发展创新的关键在于理论探

索， 似乎与调查研究、 躬行践履等并无直接关系， 将调查研究与学术创新相联系进行深入考察的不多。

其实不然。 大家一定不陌生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之说， 古人治学论画都强调 “行路” 之必要，

连文豪陆游在 《冬夜读书示子聿》 中也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 的确， “死文字” 总没

有 “活材料” 更生动、 更真实、 更全面。 众所周知 “实践出真知”， 调查研究要求深入社会经济或客观

现实中进行考察， 以求搞清楚事物或现象的真相、 性质和发展规律。 那么， 这样的方法与 “象牙塔” 中

的经济史学有什么关系呢？

本文试图从经济史学的方法论视域出发， 结合笔者开展国情调研工作的切实体悟， 反思经济史学的

研究方法， 提示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一条创新路径。

一、 经济史学与调查研究

科研工作的前提是概念的厘清。 对于我们经常使用的 “经济史学” 这一基本概念， 学术界对其内涵

[摘 要] “调查研究” 并非新的研究方法， 前人不仅大力提倡， 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然而， 作

为理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经济史学， 调查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中具有特殊作用值得重视。 在我国， 调查研究特

别是开展系统性的社会调查， 有着扎实的基础和深厚的传统， 这对于经济史学的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从经济

史学的方法论来看， 调查取得的一手资料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阙， 也能 “史实互证” 稽核数据记录之

实， 还可以警示驻足书斋的研究可能出现的局限性。 这昭示经济史学家 “治史” 而不可 “囿史”， 在治学方

法上也应当 “接地气”， 这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一条创新路径。

[关键词] 调查研究 社会调查 经济史学 治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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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延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也有在 “经济史学就是经济史” 的意义上使用此概念的。 不过， 一般认同

“经济史学” 属于理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主要包括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两大基础学科。 此外， 同经济

相关的各类史学研究也可归入经济史学的范畴。 概言之， 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学科是经济史学的主干，

尽管两者可能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 ① 却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之间的特殊学术关联， 蕴涵着内在的学理

逻辑联系。

就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而言， “经济史” 主要研究经济现象与人类的经济活动、 经济关系以及社会

经济制度、 资源配置和经济形态的发生、 发展、 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 “经济思想史” 则主要研究人类

进行经济活动 （包括制定经济政策、 解决经济问题等） 的思想、 主张、 学说、 观念和理论。 换言之， 经

济史着重研究各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以及运行的机制和绩效； 经济思想史重在研究规范或制

约人类经济行为的思想、 学说和理论， 研究它们的产生、 发展及其规律性。 [1] 不难看出， 社会经济的真

实状况无疑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基础。

由于经济史学研究的是 “史”， 一般认为是 “过去了的” 事物， 那么作为研究基础的 “社会经济的

真实状况”， 似乎只能从历史记载、 文献传承等等中发掘整理、 考察研究而来， 诚如史学大家傅斯年先

生的 “史学就是史料学” 之论。 但是， 什么是 “史料” 有必要厘清。 首先要弄清到底什么是 “史”？ 其

实， 今天的一切到明天就成了 “史”。 世间万事万物均不过时空坐标中之 “一点”， 都会随着时光的演进

而成为 “史”。 经济现象也好， 经济研究也罢， 同样都会成为 “史” 的一部分。 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给出了这样的经典性诠释： “经济史———是它造成了当前的事实， 它也包括当前的事实———

乃是最重要的。” [2] 经济史学就是研究不断 “层累” 的经济史实与发展规律， 主要体现为两大功能： 一是

记述、 稽核经济现象和发展史实及其轨迹， 再一则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动能、 理论与规律。 前者研究 “是

什么”， 后者则诠释 “为什么”。 应当说， “史” 不仅仅使人明智， “史” 还是不断积累和不断添新的

“根”， 无根就会失去生命力。 ② 值得注意的是， 这 “根” 并非沉潜于时光隧道的故旧， 而是不断增新的

流脉。 当我们将时空坐标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 “定位” 时， 就会发现 “史料” 不一定只是秦砖汉瓦， 而

很可能就是昨天发生的事况现象———当这个意义的 “史料” 还未 “载入史册” 的时候， 调查研究的方法

便有其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 调查研究之益并非仅限于此。

西方制度学派的理论对我国经济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其代表人物 199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
拉斯·诺斯 （Douglass C. North） 的重大贡献， 与其以 “路径依赖” 理论成功地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分

不开， 这也提示我们进行经济史学研究， 不仅要注重制度演进的 “路径”， 而且可能沿循 “路径依赖”

追溯 “现实” 的来龙去脉。 同理， 对 “现实” 的深入调查研究， 或许可以探究或印证其发展演化轨迹。

再如乡规民俗、 谚语民谣、 消费偏好、 伦理规范等等， 不一定都能够记入史籍， 却是千百年传承积淀而

成的经济文化和思想观念的真实体现， 作为 “非正式约束” 在经济史学研究中不容忽视。 故此， 应当注

意经济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 单纯 “以经济论经济” 有其局限性， 深入社会是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途

径， 而社会调查也是经济史学研究深进的另一条无法替代的创新路径。

如前所述， 调查研究并非新的研究方法， 也并非仅限于学术研究领域。 一般说来， 调查 （survey）
是指搞清事物的真实情况， 而研究 （research） 则是对调查材料进行研究分析， 以求获得对客观情况本
质和规律的认识。 调查研究包括 “调查” 与 “研究” 两个环节， 调查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研究是调查

的发展与深化。 调查研究就是要在掌握真相和全貌的基础上， 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正因此， 党在各个

①就学科而言， 中国经济史除了隶属理论经济学以外， 也有历史学的专门史； 但中国经济思想史则归属理论经济
学， 仅有极特殊的例外， 如云南大学历史学的专门史中也曾有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方向。

②在拙作 《中国经济史学的演进与走向》 （《人民日报》 2015 年 12 月 6 日） 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有媒体以 《学
者谈中国经济史学： 是中国经济学的 “根”》 为题转载笔者的研究，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gx/gx_gxms/
201512/t20151206_274976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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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都强调要重视调查研究， 凸显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深入群众的工作路线， 要求一切从实际出

发、 理论联系实际，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早在 1930 年， 毛泽东在 《反对本本主义》 中就提出 “没有调

查， 就没有发言权”； 此后， 从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到习近平， 都不断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分

别指出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要 “从实际出发，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强调 “没有调查， 就没有决策

权”、 “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 坚持 “调查研究不能走过场” 等等。 同时还要求掌握

正确的调研方法， 建立和完善调查研究的相关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开展系列 “国情调研” 工作， 也是上述传统在新时期的具体体现， “中国乡镇

调研” 不仅是国情调研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有其特殊的意义。 我国有近 2 万个建制镇， 聚集了全
国近 60%的人口。 “乡镇” 作为我国最基层的政府机构和行政区划， 在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城镇化和新

农村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乡镇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到全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与速度， 更直接关系

到和谐社会的建构， 乡镇的发展与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基础而关键的环节。 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镇

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通过个案来探索整体， 摸清和掌握我国乡镇的现实状况， 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

借鉴和参考。 ①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调研提高科研人员对国情的认识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准， 促进科研工

作的理论创新。 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同样必须以 “国情” 为基础， 当然是从古到今的国情， 因此实地调研

能够启发经济史学研究者进行深入的专业研究方法反思。

二、 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

谈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 很有必要回顾调查研究的学术史， 只有在学术史的梳理中， 才能显现学术

传统的积淀与传承。 应当指出， 调查研究形式多样、 内容繁杂， 涉及方方面面， 在我国学术领域较早期

的调查研究突出体现为系统性的社会调查。

近代以来， 我国较早开展的社会调查， 如 1914—1915 年间由北京社会实进会开展对北京 302 个人
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 一般认为这是首次采用近代社会学方法开展的社会调查， 拉开了中国社会调查
运动的序幕。 近代的社会调查关键是采用西方社会学的调查方法， 因此西学方法何时传入中国成为受重

视的问题， 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近期的研究表明， 西方社会学方法大致在 1860 年代传入我国，
早于前述社会调查约半个世纪。 ② 接下来， 影响较大的社会调查如 1917 年清华学堂教师狄德莫 （C. G.
Dittmer） 指导学生在北京西郊调查 195 家居民 （100 家为汉族人、 95 家为满族人） 的生活费用； 到
1918—1919 年间， 美籍教士甘博 （S. D. Gamble） 在燕京大学的步济时教授 （John S. Burgess， 也译 “伯

杰斯”） 等人的协作下， 全面调查北京的社会状况， 此前的北京人力车夫调查也是步济时指导的。 该项

调查的成果， 于 1921 年在纽约出版了图文并茂的大部头书 《北京的社会调查》 （Peking， A Social Sur-
vey）， 书中记载 1917 年北京有 811556 人， 户均 4.8 人。 此项调查产生很大的影响， 被作为 “首次对一

座东方城市的社会调查”， 面世的调研报告被称为 “世界上唯一的一本关于中国一个大都市的实况调查”

等， ③ 直到 90年后的今天， 我国还出版了中译本。 [3]

那时候， 开展专门性的经济调查值得注意。 1920年由北洋政府创办经济讨论处， ④ 专门从事经济情

①由笔者主持的典型乡镇调研工作已经完成， 参见叶坦、 李传桐、 赵学军著： 《仙境·酒都·新乡镇———山东蓬莱刘
家沟镇调研报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年。

②参见水延凯： 《论西方近代社会调查方法之传入 》， 社会学视野网 ， http://www.sociologyol.org/yanjiubankuai/tui-
jianyuedu/tuijianyueduliebiao/2015-08-08/20525.html。

③燕京大学 1922 年成立社会学系， 因此一些研究称 1918—1919 年步济时为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是不正确
的， 尽管该系的成立与之分不开。 甘博在中国社会调查中的贡献颇值重视， 他不仅刊出北京、 定县以及华北等多部社会
调查成果， 而且其 《北京的社会调查》 （1921） 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在 2010 年出版上、 下册中译本， 以上引言均出自该版
的 “中译本引言”。 甘博还摄下了 5000 多幅中国 20 世纪初期的珍贵照片和数小时电影胶片， 并与我国许多著名学者有
深入交往或合作研究。

④其实， 这个机构的名称是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conomic Information Bureau （中国政府经济信息局）， 何廉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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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调查和经济信息的搜集、 整理和编报等工作， 先后进行了中国经济行业数百项调查。 何廉指出： “总

的来讲， 由这个局的人员搞的研究项目， 质量平平。 在实地考察中没有一个中心主题。 1928 年这个局
改名为国家工商情报局， 后来又改为实业部的外贸局。 这样一来它就把力量用来为许多省份， 如江苏、

浙江、 湖南、 山东和山西编辑 《工业手册丛书》 去了。” [4] 同时， 在上海也成立了由盛成负责的市场局，

负责编辑上海进出口的最初批发物价指数， 这些都是官方的机构， 也主要为政府服务。

与专门性的官方经济调查不同， 社会调查在我国南方也蓬勃开展。 影响较大的主要如卜凯 （J. L.
Buck） 1921—1925 年间组织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开展大规模调查， 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 对我国
南北方 7省 17县的 2866田场进行调查。 内容涉及相当广泛， 从农家经营到土地利用、 从家庭人口到食
物消费以及生活程度等方面， 到 1930 年出版了英文版 《中国农家经济》 （Chinese Farm Economy）， 后有
商务印书馆刊出的中译本， 并列入影响很大的 “大学丛书”。 [5] 1929—1933年也是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等资
助下， 卜凯再度主持开展了对 22 省 168 地区 16786 田场及 38256 农家的土地利用调查， 1937 年完成的
大部头成果 《中国土地利用》 影响深远。 [6] 卜凯还主持了芜湖、 河北等地的农家调查以及专门写的 《调

查方法》 等， 都有中文版问世。 卜凯主持的调查， 被公认是中国调查历时最久、 调查项目最详、 调查地

域最广、 比较而言最具科学性的农村调查之一， 为农业经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材料。 ①

诚然， 上述调查除了中国官方的经济调查外主持者主要是 “洋人”， 而且开展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农

村调查此外还有一些， 主要的有十多项， 中外学者对此有一些研究， 如李铮金进行的梳理和分析。 [7] 应

当看到， 当时国人主导开展的社会调查工作虽然较 “洋人” 的调研晚约十年， 却亦蔚为大观。 著名社会

学大家费孝通先生在 《留英记》 中谈到那时的情景， 指出国人并不满意甘博、 步济时等人的社会调查，

认为 “太肤浅， 解决不了问题， 想另求出路”。 [8] 而且那时中国的社会学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相应建立起

各种调查研究机构， 国人主导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相继展开。 以下集中回溯我们最为直接的调查研究学术

传统及其传承脉络。

笔者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 ， 1934 年陶孟和
（1887—1960） 任所长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该所合并。 北平社会调查所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
社会调查部， 1926 年接受美国纽约社会宗教研究院捐助的专款作社会调查费用， 由陶孟和、 李景汉
（1895—1986） 主持， 1929 年 7 月 1 日更名为北平社会调查所， 主要工作是用科学方法开展社会调研，
尤其注重关系到国计民生问题的调查研究。 调查所的主要调研项目包括搜集整理和系统研究近 200 年来
的经济发展状况， 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及工人生计和河北、 山东等地的棉花生产贩运以及华北粮食调查，

调查北平近郊乡村家庭和河北农村信用合作放款等情况。 另外， 研究劳动、 外贸与税收等问题。 先后编

辑 《中国劳动年鉴》、 《北平生活费指数》、 《中国统计年鉴》 以及 《中国经济发展问题》 丛书等。 研究科

目涵括经济史、 工业经济、 农业经济、 劳动问题、 对外贸易、 财政金融、 人口、 统计等等。 显然， 这些

均为社会经济的内容。 该所在民国时期的专业性社会调查研究机构中成果多、 影响大， 开展了许多著名

的调查研究工作，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以后， 陶孟和继续担任所长，

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陶孟和所长本人就是近代中国倡导和开展社会调查的典范之一。 他在英国留学时深受伦敦经济学院

创始人韦伯 （Sidney Webb） 教授夫妇的影响， 韦伯对于劳工、 失业、 贫困等方面的社会调查对他的影

为 “国家经济情报局”， 因主持者澳大利亚人端纳 （William H. Donald， 1875—1946） 在其主办的 《中国经济月刊》 上使
用 “经济讨论处” 名称并被沿用。 端纳不仅是北洋政府顾问， 也是张学良私人顾问、 蒋介石顾问等， 在 “西安事变” 中
发挥作用， 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 经济讨论处的经济调查主任是著名的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刘大钧先生。

①这些资料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也有一些学者对卜凯调查进行分析研究。 卜凯调查资料的中文版参见卜凯著、 张
履鸾译： 《中国农家经济》， 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次年再版； 卜凯主编、 乔启明等译： 《中国土地利用》， 南京金陵大
学出版社 1937 年版、 成都成城出版社 1941 年版、 台湾学生书局 197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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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很大。 1912 年他决心与同学梁宇皋用英文合写 《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 一书， 这是首次尝试运用社

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组织和思想的第一部著作， 也是国人研究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至今还有影响。
[9] 名家霍布豪斯 （L. T. Hobhouse） 为此书作序， 评价甚高。 笔者的博士导师巫宝三先生谈到此书 1915
年在伦敦出版， 1923 年再版， 论及此书 “是由陶先生在 1913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The Family in China》
（中国的家族制度） 扩展而成”。 他指出 “此书是陶先生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 也

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的一部著作”。 巫先生一直对陶先生恭执弟子之礼， 他说： “实际上他是我受业

最久的老师。 在此长时期中， 我是在他培养、 奖掖、 赞助下进行研究工作的。 我不是最早参加他创办的

社会所的工作人员， 但是我是在他领导下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10] 他多次讲述陶先生的学术业绩和高

尚情操， 至今铭记在笔者心中！

1913 年陶先生回国后， 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 决心要 “编写中国社会生活的书给外国人

看”， 在其 《社会调查》 中谈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 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 到

1928 年问世的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初为英文版）， 可以视为其调查研究的代表作， 体现了他 “在平

民生活里探索社会问题” 的学术理念。 这是 1926 年他主要依据日用记账法的调查方式， 对北平人力车
夫和小学教员等的家庭生活状况进行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 他指出： “社会调查部初成立时， 所进行

之研究为北平手工业家庭。 后以此项研究系用访问法， 深恐所询问之生活情形， 未能深切， 乃选家庭若

干， 试用记账法， 以求获得关于手工业家庭生活程度精确之知识。” [11] 体现了他关注基层社会、 重视社会

经济问题的学术理念， 力图通过社会调查来推动社会改良， 其思想方法为北平社会调查所及社会科学研

究所的调查工作所沿用和发扬。 此书直到近年还入选商务印书馆 “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足以证明

其深远价值。 此版分为上、 下两篇， 上篇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下篇是 “社会研究与评论补编”， 值得

认真参考。 ① 这些调查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 还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的

统计， 仅在 1927到 1935年间， 全国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就有 9027件之多。 ②

谈社会调查不能不提到著名社会调查专家、 陶孟和的同事李景汉。 他早年留美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

查研究方法， 1924 年受甘博之邀回国， 此后积极投身社会调查和社会学教育， 做出了相当不易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 他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查， 问世的成果主要有 《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 （1925）、
《北京无产阶级的调查》 （1926）、 《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 （1929）、 《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1933）、 《定县

社会概况调查》 （1933）、 《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调查札记》 （1981） 等， 其中定县调查最具里程碑意
义。 这是我国运用西方社会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典案， 也是首次以 “县” 为单位进行的系统性实地调

查。 刊出的调查资料非常翔实而全面， 定县调查共 17 章 80 余万言， 这 17 章分别是———地理、 历史、

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 人口、 教育、 康健与卫生、 农民生活费、 乡村娱乐、 乡村的风俗与习惯、 信

仰、 赋税、 县财政、 农业、 工商业、 农村借贷、 灾荒、 兵灾等等， 作为一部厚重的大型调查报告， 是我

国迄 20世纪 30年代中期社会调查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 在国内外产生深远的影响， 直至近年该
书还在再版。 当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干事长晏阳初在为该书所写 “序言” 中， 指出社会调查具有重要

的 “社会科学的意义”， 因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 “必须先知道中国社会是什么样， 然后始能着手

于科学的系统之建设……以中国的社会事实， 一般的学理原则， 促立中国化的社会科学。” [12] 这里的 “中

国化的社会科学”， 不正是我们今天的奋斗目标吗？ 陶孟和所长也为该书写序， 他指出 “定县实验的目

标是要在农民生活里去探索问题”， 不应当 “盲目照搬西洋的主义和制度”； 他肯定有识之士用科学方法

调查研究现实社会， 必须认识社会才能 “规定改进社会的计划”。 此外， 陈达、 何廉、 杨翰笙等均为此

①陶孟和： 《北平生活费之分析》 （中文版）， 社会调查所 “社会研究丛刊” 1930 年版、 商务印书馆 “中华现代学术
名著丛书” 2011 年版。

②各种数据不尽相同， 此处参考陈映芳： 《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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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作序。 定县调查奠定了我国社会调查的一个 “范式”， 李景汉还专门写了 《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一书，

1933 年刊出后， 还被收入后来的 “民国丛书”。 ① 他在 “自序” 中说自己在美国留学时， “因受种种刺

激， 就已抱定从事中国社会调查的决定。” 希望写此书之后， 还要 “试一试为中国社会调查的技术， 另

辟一条途径， 根本不管以往作家之先例”。 在此书正文的开篇， 则强调 “社会调查能促进产生建设国家

的具体办法， 能帮助寻出民族自救的出路”。 [13] 尽管时光荏苒， 但这些成果至今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时，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一系列调查研究都相当重要， 还有一项

赓续 80 余年迄今依然延续的著名 “无 （锡） 保 （定） 调查”， 应当引起特别的重视。 此项调查被称为

“中国近、 现代农村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的对同一地域的农户经济实况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 是可供观

察中国近现代农村和农户经济发展演变历史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14] 直到现今还为中国社会科学经

济研究所的学者所继续。 该调查始于 1929—1930 年，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家陈翰笙 （1897—2004） 主持下， 为实地考察研究农村经济、 揭示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和农民贫困的根
源，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事农村经济调查”， 选择了当时我国南、 北方商品经济较发达的江苏无锡

11 个村和河北保定 11 个村作为调研对象， 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同一地域农户经济长时段的连续调
查。 尽管调查资料当时因故未能整理发表， 但陈翰笙等先后写出了 《亩的差异 无锡 22村稻田的 173 种
大小不同的亩》 （1929）、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 （1930） 以及 《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 （1930）
等农经研究成果。 当时， 薛暮桥 （1904—2005） 等学者则主要对广西农村及上海宝山、 河南、 陕西等地
进行调查， 写出了一批调查报告和有关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论著。 那时的一些著名学者也参与 “无

保调查”， 如王寅生、 钱俊瑞、 张培刚等， 张培刚还将其基于河北清苑的调查资料写成 《清苑的农家经

济》 一书， 1936 年刊出。 后来， 陈翰笙、 薛暮桥、 冯和法合编 3 卷本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中国展望

出版社， 1985—1989 年）， 这是保存了许多重要文献颇具价值的大型资料集。 民国年间的一项调研， 到
1949 年之后得到了承续———“无保调查” 一直没有中断， 1958 年、 1987 年、 1998 年又先后进行过 3 次
大规模调查。 尽管行政区划等发生一些变化， 但这种长时段的连续追踪调查方法得以延续， 积累了我国

南、 北方两地数千农户长达近 70 年的家庭经济数据， 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历次调查的原始资料直接
成为经济史学研究的素材， 也成为调查研究学术传统继承与拓扬的典案。

三、 调查研究与学术创新

通过上述调查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一条鲜明的学术传承脉络跃然纸上。 身为有着调查研究优良传统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 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发扬光大。 要认识调查研

究与学术创新尤其是经济史学研究创新的价值， 还需要进一步从学理逻辑和学术研究史实来深入考察。

毋庸讳言， 上述调查研究主要是城乡社会调查， 但不难看出其内容多与经济直接相关， 有必要从学

术史视域再度审视经济与社会之密不可分。 深入到学理逻辑层面来看， “经济” 必然植根于 “社会” 的

土壤， 而 “社会” 构成中 “经济” 不仅重要而且是基础， 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研究经济问题离不开社会

研究， 反之也是一样。 研究经济史学同样离不开社会学和社会史， 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社会学和社

会史研究被取缔或限制， 但是当 “科学的春天” 到来之时， 经济学、 经济史学都迫不及待地向它们招

手， 因为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密不可分。 随着改革开放与学术研究的深化， “以经济论经济” 的局限性

愈加显现， 要深入社会研究经济， 现代化发展同样呼唤社会学的方法和理论。 可以认为， 资源秉赋、 生

态环境、 制度建设、 政策制定以及经济社会结构、 经济运行效率等等研究都离不开 “社会”， 而深入社

会、 了解社会的主要方法就是社会调查。 通过社会调查取得的一手资料， 极大地丰富和完善经济研究，

①以上内容参见李景汉的 《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晏阳初、 陶孟和、 陈达、 何廉、 陈翰笙等 “序言”， 该书由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发行、 大学出版社印刷 1933 年出版。 此后再版多次， 主要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重印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2005 年版等。 李景汉的 《实地社会调查方法》 一书， 则由星云堂书店 1933 年出
版， 收入上海书店的 “民国丛书” 第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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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经济史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认同经济史学即社会经济史学之论， 吴承明先生明确指

出 “研究经济史必须研究社会”， [15] 他说自己赞成 “社会经济史” 的提法， 认为经济史历来是社会经济

史， 主张从自然条件、 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 思想文化诸方面研究经济发展与演进。 ①

学术研究史上， 无论中外的经济史学研究都具有 “社会经济史” 传统， 西方的经济史学研究也蕴含

鲜明的 “社会” 特色， 笔者曾经进行过一些梳理。 1926 年在牛津大学成立 “经济史学会”， 由鲍尔

（Eileen Power）、 托尼 （R. H. Tawney） 和李普森 （E. Lipson） 等人所倡导， 就在这一年， 托尼的大作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问世。 此书并不输韦伯的名著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托尼还有 《中国

的土地和劳工》 （1932）， 可惜不大为国人所知。 而大名鼎鼎的德国人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本身
就是社会经济学家， 其皇皇巨著 《经济与社会》 的中文本就达 1100 页！ 再看， 经济与社会的关联也体
现在学术建制方面， 如 1957 年格拉斯哥大学经济社会史系成立， 这是 “经济” 与 “社会” 制度化融合

趋向的一个标志。 两者的关联更多地反映在研究成果中， 迄今西方经济史学中不乏 “经济社会史” 或

“社会经济史” 为名的大部头经典， 如罗斯托夫采夫 （M. Rostovtzeff） 的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汤普

逊 （James W. Thompson） 的 《中世纪经济社会史 300—1300》 以及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等

等。 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也是如此， 从 20世纪 30 年代内田繁隆的 《日本社会经济史》， 到 50 年代宇都
宫清吉的《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直到晚近山本进的 《清代社会经济史》 等等均是体现。 美国学者施坚

雅 （G.William Skinner） 将经济学、 地理学等理论方法引入社会经济史研究， 建立起用以解剖中国区域
社会结构与变迁的分析模式， 被称为 “施坚雅模式” （Skinnerian Model）； 而影响颇大的 “加州学派”，

大多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各类问题为学术旨趣， 如黄宗智的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和 《长江

三角洲的农民家庭和乡村发展》 分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 “费正清奖” （John K. Fairbank Prize） 和美国
亚洲研究协会的 “列文森奖” （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学术影响很大。
在国内， 经济史学研究也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厚重传统。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不仅如上所述

是开展社会调查的重要机构， 更是声望卓著的经济史学研究重镇。 早在 1932 年， 北平社会调查所就成
立了以汤象龙为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组， 并创刊陶孟和、 汤象龙、 梁方仲、 吴晗等先后任主编的

“中国第一份经济史研究的专业刊物”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集刊的 “发刊词” 强调研究经

济史的重要性———“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 并且现代经济生活占据个人、 民族、 国际

的重要地位的时候， 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为经济史的领域……本所自开始工作以来， 无论研

究任何问题， 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 这里的 “经济史” 指的是 “历史的大部分”， 亦即社会

经济史， 发刊词中强调的 “社会科学”， 为集刊后来改名 “社会经济史研究” 作了铺垫。 1934 年调查所
合并到中研院后， 刊物自 1935 年起也由社科所出版， 从 1937 年 3 月更名为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

刊》。 ②社会调查与经济史研究在这里自始至终都是并重的———佐证调查研究之于经济史学的密切关联。

这样的学术传统到 1949 年之后得到光大拓扬。 同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梁方仲先生， 回
到广州尤其是 1952 年执教于中山大学之后， 不仅承继了中研院的学术传统， 而且不断深入发展。 其后
学总结他的治学特色是 “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大处着眼, 从具体问题的深入考释入手, 以 ‘一条鞭

法’ 研究为中心, 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构筑起关于
中国传统经济运行的解释框架, 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6] 梁先生的许多研究成

果都体现了社会经济史的科研理念， 其名为 《中国社会经济史论》 的文集， 可谓画龙点睛之作。 他的

①吴先生的许多论著都体现了这样的学术理念， 可参考 《吴承明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的多篇
论文。 另外， 笔者较为系统地总结阐释了他的学术生平和主要观点， 可参考拙作 《史实·史法·史观———吴承明先生的生
平与学术》， 载吴承明： 《经济史： 历史观与方法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第 388-417 页。

②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至 1949 年共出 8 卷 14 期， 作为 “民国文献资料丛编”， 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了全 4 册的合订本， 可资参考。

87- -



《一条鞭法》 被国际学界所公认为此领域的经典； 《明代粮长制度》、 《中国历代户口、 田地、 田赋统计》

等， 至今都是相关研究的必用资料。 这一传统， 从中研院到社科院同样得到继承和发展。 直至今天， 经

济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工作除了特殊历史时期外从未间断， 笔者承担的国情调研中的 “乡镇调研” 就是本

所牵头的， 而经济史学者的调研工作更是颇具特色。

注重调查研究、 强调深入社会进行经济史学研究的再一位典范是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 其学术传

人指出他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 “开风气之先”， 与法国年鉴学派几乎同时开始进行跨学

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他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 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

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 其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是 “在搜集史料时， 除正史、 官书之外， 注重

于民间记录的搜集， 以民间文献证史； 广泛利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 知识和研究方法， 进行

社会调查， 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 以民俗乡例证史， 以实物碑刻证史。 在探讨经济史中， 特别注

意区域性的局部分析， 以小见大， 从微观到宏观， 又从宏观审视微观的研究理念。” [17] 傅先生治学注重调

查研究， 广辟史料来源， “凡土地契约文书、 家谱族规、 私人账簿、 书信、 字书、 辞书、 碑刻、 方言书

乃至遗存的社会习俗等都加以留心, 以补充正史史料的局限。” [18] 社会调查同样成为其治经济史学的典型

方法， 而且是取得突破性学术成就的方法。 傅先生的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明代江南市民经济

初探》、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 等都是治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必读书。

傅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力地证明调查研究方法对于经济史学研究创新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也为我们

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 可喜的是， 厦门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两大经济史学流脉至今依然薪火相传， 成为

南北相望的两大学术基地， 而且相互交流协同攻关， 为促进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共同努力。 ① “打通”

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 “深化” 社会经济史研究， 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笔者提出 “深化” 与 “打通”

是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走向。 [19]

进而， 我们还要问： 为什么调查研究方法可以促进经济史学研究的发展创新？

经济史学的发展创新， 基础在于新的史料或数据的发现、 诠释、 新解与运用。 久远的史实文献记

载， 不仅受到记述、 材质、 印刷、 保存和传播等等局限， 而且许多内容没有被记载下来或少有流传。 特

别是下层民众的真实经济生活状况， 不仅 “正史” 中十分有限， 而且稗官野史、 方志笔记中也不够详

尽； 至于民俗、 习惯、 观念、 偏好、 实物以及相当多的口耳相传的 “非正式约束” 内容， 都需要通过深

入的考察包括实地调查等方法， 查访家谱族规、 文书账簿 、 碑刻书信等等， 来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

再者， 与久远的情形不同， 晚近的史实同样会有记述不全、 数据不确之虞。 这不仅与文献记载人的身

份、 阶层、 技能以及利害关系等等主观因素有关， 而且受到客观环境以及时代局限等等制约， 很有必要

通过调查研究包括田野调查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访谈等形式来稽核修正， 使之更加准确、 全面和真实。

这些情况并非现今才有， 也不是经济史学所特有的现象， 前辈学者早有认识， 也做过多种努力。 譬

如， 治史方法中颇受重视的 “二重证据法”、 “三重证据法” 乃至多重证据的方法， 无不是要通过其他素

材或方式来 “证史”， 也说明单纯埋头故纸堆是有局限性的。 这些年来 “口述史” 方兴未艾， 不但 “抢

救” 到一些难得的 “活史料”， 有效地丰富了史料的来源， 而且由于是当事人的经历记述， 也可以视为

调查研究促进史学发展创新的另一方面论据。 无论如何， “史料” 无疑都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研究前提

和基础， 经济史学更是如此， “实证” 永远是治学最基本的方法， 也是学术创新的前提。 经济史学要发

展创新就要从最基本的史料出发， 不断丰富、 不断完善、 不断拓新、 不断提高。 离开了可靠的数据或史

料等 “根基” 进行的经济史学研究， 可能只是 “炒冷饭” 或 “尚清谈”。 不过， 无论以何种方式 “调查”

①笔者邀请这两个单位的经济史学者组成的课题组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基础理论研
究” （15ZDB131）， 他们分别负责其中一个子课题研究； 重大项目中其余三个子课题则由北京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和复
旦大学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者承担， 力求探索中国经济史学两大基础学科的科研 “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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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材料， 并不可以原封不动地使用， 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甄别、 专业整理、 考辨并与文献记载对比分

析， 才能够成为可用的史料， 这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常言道 “百闻不如一见”， 调查研究之 “见” 还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之 “闻” 无法带来的 “直观史

感”， 促发研究者的思维直感， 使得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更近， 感受更真切、 更直接。 治经济史学

更要重视 “见”， 这也是我们置身乡土、 深入乡镇进行调研时最真实的感受。 因为经济是社会的基础，

经济的史料不仅存于典籍， 也散见、 沉积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 甚至就是 “无字书”。 要读懂它， 就

要接触它， 故而治经济史学仅仅坐在书斋中， 可能会有 “坐而论道” 的局限。 封闭在 “象牙塔” 中闷头

于学问不 “接地气”， 研究不联系实际的 “理论”， 也难有鲜活的生命力， 因而更需要重视调查研究的方

法。 因为它不仅能够填补文献记载之阙， 也能 “史实互证” 稽核数据记录之实， 还可以从所 “见” 之中

追溯其来龙去脉， 警示驻足书斋的研究可能出现的局限性。 我们的学术重心是 “治史”， 却不可 “囿史”

而不 “知今”。 [20] 调查研究即是要发扬光大的学术传统， 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发展中值得重视的一条创新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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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ng the Public Straits in the Governance of Flowing Population
Fan Peipei 69

The land flowing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essential factors in production, the flowing population leaved the
organizations they depended on before, and the flowing residents produced by the reform of commercial housing
have caused a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ivision, which combines with the production of power and the so -
cial space, so as to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The flowing has caused two
kinds of division, one faces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ublic basic institution restricted and the slow
evolution of social foundation, another is in front of both the enhance of community residents ’ right and benefits
and the impede caused by the political power in responding decrease. The benefit-controlling pattern, caused
by a loss of balance between the public system foundation and social basis and a pressure deviation from the
marketing resource allocation, has become the source led to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 -
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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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research is not a new metho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ctually it was greatly promoted by previous

scholars and gaine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many fields. For the studies of economic history as an impor -
tant subfield of the theoretical economics, however, survey research as a method plays a special role and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urvey research, especially systematic social survey, has a rich tradition and strong
foundation in China,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innovation in the studies of economic history. From a methodologi -
cal point of view, the first-hand knowledge and materials obtained from social surveys can fill the gaps in his -
torical literature, evaluate the data records by mutual evidence of the historical and the current, and reveal pos -
sible limitations of the abstractive studi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historians of economic history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merely the historical studies, but should adopt probable research methods standing on the solid
ground like social surveys, because it i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ying the Chinese e -
cono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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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idence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voice by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of employee’s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organization-based self-esteem （OBSE）. In or-
der to differentiate the two mediating mechanisms, the study further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loy -
ee individualism on them. An analysis on a sample included 214 supervisor-employees data reveals that confi -
dence leadership enhances employee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OBSE,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voice behavior.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mediating role of OBSE is more prominent for high individualistic employees.
In contrast, the mediating role played by psychology safety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high and low individualists.

On the American Chinese Literature Developed and Changed in 1940s
Li Yaping 162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Chinatown literature of 1940s is very important. Since the
original materials are difficult to find out, the studies on the area are few and fragmental. By searching and
studying the paper or magazine, Huaqiaowenzhen, Xinsheng and Xinmiao, it’s found tha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town literature in 1940s was due to three causes. The new writers emigrated from China during the an -
ti-Japanese War brought grand new literal ideas and created many literature and art magazines, they encour -
aged the Chinatown youth to write their own literal works. They did not only focus on their motherland but also
tried to express the life in America and constru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Chinatow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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